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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in last two decades can be largely explained by the adoption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support this hypothesis, we construct an econometric model and the impacts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re tested with province-level data on the TVE and SOE for the period of 1978-97.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detrimental to long-term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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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技术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达到成本极小化的目的，进而实现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因此，一国工业的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发展中国家欲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目标，就应当采取遵循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的转变是近二十多年来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无论是国有工业，还是非国有工业，无论是农村工业，还是城市工业，其发展均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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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理论争论与实证证据
在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讨论中，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自改革开发以来国有企业地位的相对萎缩，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的工业化。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所引起的广泛学术关注中，一个争论核心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公有产权或地方政府所起到的作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由于采取了渐进主义的策略，所以模糊产权在乡镇企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即将乡村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保护作为乡镇企业高速成长的源泉，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这主要是由于在不完全竞争和政策扭曲的情况下，公有产权是一个次优的选择
。D. Li (1994)通过理论模型来表明在灰色市场的环境中，模糊产权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Che和 Qian (1998)从另外的角度上说明，地方政府有效地防止了中央政府对乡镇企业的不利影响。此外，S. Li (1997)的模型认为，公有产权通过质押关系和竞争为不完备的合约提供了自我实施的机制。

在实证研究方面，赵耀辉(1997)总结了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下地方政府潜在的积极作用：(i)税收优惠；(ii)低利息的优惠贷款；(iii)获取土地使用的许可权；(iv)获取原材料；(v)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这些潜在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为乡镇企业采取公有产权提供了理性基础。但这种事后的推理往往会使人忽略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Putterman (1997)所指出的，在改革之初，有能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地区，往往是那些在过去社队企业已较为成功，且地方政府也较有影响力的地区。Jin和Qian (1998)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此点
。给定公有产权在发展初期的存在性，许多理论模型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其在后期依然能够得以维持。但它们却未能证明公有产权就是乡镇企业良好绩效的原因。

就公有产权是否比私有产权更有效，文献中有两类实证结果。一类认为在生产效率方面二者没有太大区别。Svejnar (1990)利用1975年到1986年122个厂商的纵列数据，表明产权对产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Pitt和Putterman (即将出版)则利用1984年到1989年200个厂商的纵列数据，比较了在工资和就业决定方面集体和私营企业的效率，结果得出了同样的结论。Dong和Putterman (1997)对上述数据集中的部分数据进行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也证实在两类企业的技术效率缺口方面没有明显区别。村属企业的平均技术效率要高于私营企业，但同时所有制类型与地区虚变量相关，即在沿海发达地区村属企业的比例较其它地区为高。因此，在引入地区虚变量之后，所有制的影响就消失了。Jin和Qian (1998)研究了公有乡镇企业对政府收入、农村非农就业和农村收入的贡献。他们发现贡献是显著的，但当保持非农就业和地方公共品供给不变时，公有乡镇企业并不能提高农村收入。他们的结论是，公有乡镇企业的作用是创造就业和地方公共品供给，尽管一定形式的低效率是存在。

第二类实证分析则提供了与前者截然相反的结论。Zhang (1997)基于对四川和浙江两省630个乡镇企业普查的结果发现，在预算约束方面集体和非集体企业存在很大差别。集体企业在银行贷款、企业间信用往来、交纳税收等方面均存在预算软约束，特别是随着银行贷款的增加，亏损企业相对于盈利企业的比重也在提高。约有三分之一的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对其它企业存在净的商业信用拖欠，40%的盈利企业和75%亏损企业拖欠政府的税收。因此，集体企业的行为与国有企业十分近似，尽管地方政府掩盖了这些问题。

Yao (2001)研究了浙江省宁县农村工业化和劳动力市场整合之间的关系。Yao在就业选择是内部解而不是角点解的情况下，发展了一个计量模型来检验市场分割问题。检验表明，对于集体经济占主导的宁县，工业就业中存在着配给，配给的程度随着地方政府干预的程度提高而提高。Pitt和Putterman (即将出版)及Xu (1991)发现乡镇企业的实际工资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他们同时也发现了工作配给的存在。不过，他们未能发现集体和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姚洋(1998)利用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对14670个企业进行的随机抽样数据，比较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规模、不同行业及地理位置的企业在技术效率上的差异。他估计了12个行业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并得到了相应的企业技术效率。将企业的技术效率和包含所有制在内的一系列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表明私有厂商的效率比国有和集体企业分别高57%和35%。

总之，模糊产权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微观和宏观的实证分析也均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实际上，从产权角度出发来解释中国工业的发展绩效，将会存在种种矛盾之处。比如，存在相当多的论文试图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源于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或产权结构，即公有制是关键症结所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区的国有部门仍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而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中私营企业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在讨论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时，许多学者却又强调模糊产权在农村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可是虽然国有企业在多个方面仍然享有乡镇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惠政策，其在市场竞争中却节节败北。同时，延续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九十年代的发展中落伍于私营企业，各种政策性负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乡镇政府也被迫放弃了对集体企业的各种政策干预，并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工业化
中国农村工业化成功的关键究竟何在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关系入手展开分析。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角度看，无论是发达国家为了达到持续增长的目标，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二元经济的格局，均要依赖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所以如何引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6，1998，1999c）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发展战略和禀赋结构
，其他变量，如技术水平、积累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等均内生于这两个变量。

第一，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
）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对于一个成本极小化的厂商），因为不同的技术结构必然与相应的投入结构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则主要受制于本国的禀赋结构。遵循比较优势，特别是按照本国的禀赋结构来选择相应的技术结构，会使该国的产业最具市场竞争力，经济剩余最大，资本积累最多，要素禀赋提升最快，技术水平也就相应得以迅速提升。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任何人为的扭曲性干预均会造成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第二，发展战略这个概念是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行为进行的高度抽象，从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的吻合程度上，我们可将之区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后者主要是指赶超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技术进步的禀赋约束，进而在工业部门中实施技术赶超。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一直均在推行赶超战略，将资源高度集中在一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由于背离了本地的比较优势，结果发展速度缓慢。而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却又因为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投入，其发展受到了抑制。 
第三，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即不需要政府保护和补贴而能赚取市场可接受的利润水平的能力)决定于其选择的产品和技术所在的产业区段是否符合于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了建立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以推行赶超战略政府必须进行一系列扭曲的干预，最终也带来相应的弊病：增长速度放慢，工业化进程被抑制（资金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且效率低下），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收入分配不均（尤其是城乡差距加大），金融压制及结构扭曲，经济的开放度低下，以及外部账户失衡等等。 
第四，在赶超战略的左右下，企业往往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从而造成了企业治理中信息传递的扭曲。与此同时，企业经理人与政府谈判的能力却增强了。这就产生了预算软约束，其存在与否不一定与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有必然联系。早期的乡镇企业受到较多的地方政府干预或者保护，这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可能促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但却不能构成农村工业超过国有工业的基本原因。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干预对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利之处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倘若政府不放弃干预，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不能得以消除，则即使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制，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总之，中国之所以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逐步放弃了传统的赶超战略，而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结构和产业区段。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是源于，在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而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使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超过国有企业的关键是因为其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另外，赶超战略在轻工业领域所造成的市场空白也使得乡镇企业在发展伊始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市场销路，实现迅速的增长。

我们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
，利用中国1978-1997年28个省的纵列数据（Panel Data）和几种不同的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
。我们发现，能否充分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是农村工业发展成败的根本。而当地区和时间效应均被控制住时，非私营的厂商占乡镇企业的比重越高，对工业化的绩效存在抑制作用，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模糊产权理论缺乏实证依据。我们同时利用类似的实证方法对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同样是国有企业，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地区，其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将快于其它地区。
四、计量模型

计量模型的核心问题是研讨发展战略（工业部门对本省比较优势的吻合程度）与工业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只有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人均资本即为要素密集度或禀赋结构。设kitR 和 Iit* 分别是人均资本存量和最优的工业资本密集度，下标i和t代表省份和时间。设Iit* 是kitR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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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I(.)是一个增函数。简单起见，假定函数关系是线性的，系数c* 对于所有省份均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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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门对本地区比较优势的吻合程度可以被表示为实际资本劳动比kitE,和 Iit*之间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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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it 是kitE 和kitR间的比值。我们称Cit 为比较优势指数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该指数应等于1。因此，Dit 就可以表示工业部门对本地比较优势的偏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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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Dit 越大，工业的发展就受到更多的阻碍。不过，当年的工业产出和 Dit 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且资本配置不当的影响也不能马上得到体现。因此，我们的回归中将使用滞后的kitE 和 kitR 的比值，以构造cit 。 我们利用人均工业总产出Yit来测量一省农村工业部门的规模，Yit 和 Cit 应有如下函数关系，


[image: image5.wmf]it

it

it

it

it

it

e

c

c

e

C

A

Y

+

+

+

=

+

-

+

=

2

2

1

0

2

)

1

(

a

a

a

a

                     （5）

式中，A 是常数， eit 是随机变量。(用来测量一省对比较优势的偏离程度，我们预期(是个负数。由于所估计的参数 (0 = ( + A, (1 = (/c* 2, (2 = -2(/c*, 则c* 和 ( 就满足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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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1同号，我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检验 (1 是否为负数。

上式的表达中，我们没有考虑厂商在一省内部的分布状况，特别是当一省内部存在许多大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时候。上式中，没有考虑到厂商在省内的分布问题，特别是当一省拥有许多资本密集的大型厂商时。例如，有两个省的人口和资本存量大致相同，即比较优势大致相同。但其中之一将资本均集中到少数大型企业中，而另外一省则较均匀地分配给所有的企业。显然，前者的做法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而对该省的长期增长有害。为了包含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测度厂商的分布。在下文对农村工业的计量分析中，我们使用了按农村人口平均的厂商数。这个数值越大，就表明资本在厂商间分布得越平均，政府人为地赶超干预就越少。当然，如果大企业的生产具有很强的上下游关联性，那么建立一些大企业未见得就会减少小企业的数目，这里我们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乡镇企业大多生产中等消费水平的消费品，产业关联性并不强。我们将厂商数量Nit 和cit2 、cit相乘以反应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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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明确(3 和(4的涵义，整理上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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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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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cN* 等同于c* 。在理论上讲,随着厂商数量大变化，cN* 应当保持不变，因为它代表了工业资本密集度与当地人均资本存量的理想比重，从而独立于厂商大数量。
 即，(cN*/(Nit = 0, 这就产生了一个对参数的约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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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检验该参数约束式。此外，(3 可以被解释为包含了厂商分布的修正参数，按照以往的分析，它应当是正的。
设Xit 是其它解释变量的向量，(5 是待估计的参数向量。最终的计量方程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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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实证分析

我们收集了1978年到1997年28个省的数据，但在回归中没有使用1996年的数据，因为在该年只有增加值的统计，没有总产值的数据。由于缺乏几个关键变量的滞后值，回归中所使用的实际数据是从1981年开始的。我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方法（即固定省级效应和固定时间效应）来估计（11）式，同时我们也用其它的纵列数据估计方法来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被解释变量是按各省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按农业人口平均的乡镇企业总产出(1000元/人)
。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指数和乡镇企业的数量密度。当然，如何选择其它解释变量Xit也个重要的问题，原则上宜应选择外生于企业产出且又对之存在较大影响的变量。这里，我们选择了代表市场条件、基础设施状况、开放度、农村工业部门特征、与国有部门的相互影响、经济体制改革、所有制类型、土地禀赋等因素的变量。以下是具体的变量选取：

技术选择指数：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指数是将乡镇企业的资本密度比上各省农村人均资本存量。农村资本存量是乡镇企业净固定资本、农村集体净生产性固定资本与农民的储蓄存款之和，所有的数值均按年末值计算。由于农民的储蓄作为一个存量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贷给了乡镇企业，并形成了资本存量，因此上述资本存量的估计显然偏高。实际上，如果假定乡镇企业难以通过银行从城市储蓄中获得资金，那么该估计值就应当是农村生产性资本存量的上限（或者说是乡镇企业可获得的生产资本总额）
。相反，我们也可以把乡镇企业的可得资本定义为从银行中获取的贷款，并将之看作可得资本的下限。我们在计量中同时考虑了这两种测度方式，但在估计结果方面上并没有太大区别，上限估计和下限估计是正相关的。因此，我们仅报告利用上限估计值的计量结果
。

企业数量密度：用乡镇企业数目除以农村人口来表示乡镇企业的相对规模(个/10000人)。

市场条件：我们用城市化比率（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代表一个省对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规模，由于乡镇企业的产品主要在同一省内销售，因此该省的需求规模可能是决定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变量。

基础设施：我们使用公路网密度、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网密度、铁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三个变量表示交通便利程度。

开放度：我们使用人均出口（元/人）和人均FDI（元/人）来表示各省的开放程度。出口和FDI均使用过去三年的平均值，因为乡镇企业的出口在总出口中占到了相当的份额，而FDI则容易受到当年总产出波动的影响。FDI不仅是一省开放度的衡量，而且也是资本可得性的衡量。由于没有FDI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分布的数据，否则就应将其加入到农村地区的可得资本之中。

人力资本：我们用技术工人占总雇员人数的比率作为乡镇企业人力资本存量。 

国有企业的影响：关于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相互影响，我们使用了分省的人均国有工业企业产出(1000元/人)和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劳动比（1000元/人）。

农业体制改革：1978年至1983年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采取了渐进和不平衡的策略，因此我们在回归中引入了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庄所占比重这一变量。

产权结构：为了表示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我们使用了乡村所有的企业在乡镇企业总产出中所占份额这一指标。

土地禀赋：由人均耕地（亩/人）代表。耕地越丰富，就会对农村工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其意味着该省有更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农产品供给的上升也促进了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为了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效应，我们加入了土地面积作为一个辅助变量。Leamer (1987)认为，当土地禀赋相对较小时，第二种效应占主导，从而乡镇企业的规模与土地面积成正比；但如果土地面积相对较大，则比较优势的效应就会占主导，即土地面积与乡镇企业的规模成反比。

（二）计量结果

  按照表1中所给出的估计结果，发展战略对农村工业的影响与前文的理论判断相一致。(1  的估计值，即 cit2 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负向显著，从而为比较优势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3的估计值显著为正，这也和我们的预期相一致。由于该估计值和Nit的平均值都很小，偏离比较优势的影响就近似等于(1 的估计值。根据点估计的结果，cN*、技术选择指数的样本均值、及人均乡镇企业产值，偏离理想技术选择指数的负效应的弹性是1.78，即 cit – cN*的绝对值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乡镇企业产出将下降1.78个百分点。我们检验了 (9)式中的约束，发现其在 1%的显著水平上接受，因此厂商的数量实际上并不影响理想的资本密集度。

在表示市场规模的两个变量中，人口密度对乡镇企业存在正的显著作用，而城市化比率则不显著。这表明，农村市场的大小是影响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乡镇企业的产品也主要是供应其所在地区。关于基础设施的三个变量都不显著，这意味着乡镇企业可能主要是围绕着城市分布，道路的密度，特别是通向边远地区的道路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一种解释是，道路密度与某些不可观测的省级特征（反应在省级虚拟变量中）相关。模型III和IV中的结论支持了这一猜测。

对于代表经济开放度的变量，出口不显著，而FDI则有正的显著作用。前者可能是由于其在乡镇企业产值中所占比例过小的缘故（大约在8%的水平上）。FDI的作用可能来源于几个方面。第一，FDI代表着资本的可得性；第二，外商投资企业是本地企业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桥梁；第三，FDI为乡镇企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Yao, 1998)；最后，通过创造向上和向下的产业关联，FDI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在关于乡镇企业自身的两个解释变量中，厂商相对于农村人口的数量是十分显著的，而具认证资格的技术工人所占比重则不显著。后者的原因大致上是由于所选指标不能够很好代表乡镇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发展的初期，大量的乡镇企业由于所使用的技术较为简单，因而也不太需要技术工人。何况，政府政策也阻碍了乡镇企业的技术工人获取正式的认证资格。

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资本密集度的影响则不明显。国有工业企业规模的影响可能来源于两方面
，一是国有工业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外溢，二是国有工业企业可以与乡镇企业签订分包合同，从而直接刺激乡镇企业的增长(Wang 和Yao, 1998)。而这两种效应中，至少有一个独立于国有工业的资本密集度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对乡镇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期间，农业生产迅速上升，而非农部门则相对下滑。公有企业的产出比重对乡镇企业规模的负面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我们的结论要强于Jin 和Qian (1998)的发现，因为即使不控制住非农就业和公共品供给，公有制厂商仍然呈现出负面的影响
。关于土地禀赋，我们的结论与Leamer (1987)相一致，曲线效应明显存在。

为了检验系数的敏感性，我们对上述计量模型的设定做了一些修正。模型II中，我们去掉了cit和Nit的交叉项，结果技术选择指数的影响依旧显著。其它的参数估计值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过土地的曲线效应减弱，而公有产权的负面影响增强，看来这两项对交叉项较为敏感。

模型III是对(10)式的OLS估计，其目的在于检验我们的结论是否受到时间和省级特定效应的影响。其中，技术选择指数的影响变化不大，仅仅是cN*的估计值略有下降（与模型I相比）。不过，模型III的许多参数估计结果均与模型I存在较大的差异。公路网密度、滞后的出口、技术工人比重、国有企业的资本密度和公有企业的产出份额均显著为正，城市化比率则显著为负。这说明这些变量与时间和地区特定效应高度相关。

模型IV是在模型III的基础上引入了三个反应一省初始条件（1978年）的变量。这三个变量是人均乡镇企业产出、人均国有工业企业产出和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人均乡镇企业产出的系数是正的，而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则没有显著影响，国有工业的资本密度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负作用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可能是由于国有工业和乡镇企业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发生着系统性的变化。在发展的初期乡镇企业更依赖于国有工业的技术外溢，国有部门的结构偏向轻工业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利。但当乡镇企业进入高速增长期以后，产品和市场的相互关联则成为了国有工业对乡镇企业的最主要的影响渠道，直接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外溢则变得较为次要了。此外，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也主要是通过市场和产品交易的方式来获取。另外一种解释是，改革之初国有工业越发达，工业结构越偏向重工业的地区，就越受到政府赶超战略的左右，乡镇企业的发展障碍就越高。当然，究竟哪种可能性占据主导，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与模型I相比，模型IV的结论说明cit的曲率是很弱的，即我们的结论对一些特定的初始条件很敏感。但其对省级的虚拟变量并不敏感，就是说，初始条件与更为持久的省级特定效应相关，而这些不能被观测到的省级特征抵消掉了初始条件对我们结论的影响。实际上，当我们重新在模型IV中加入五个区域虚拟变量时
，cit的曲率再次变得十分明显。

模型III与模型I在变量估计值上的差异大多在模型IV中又重新取得一致。这些变量包括城市化比率、滞后的出口、具有认证资格的技术工人所占比重、国有企业的资本密度、公有企业的产出份额。唯一的例外是公路网密度，它仍旧显著为正，尽管显著性下降了。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变量均与省级特定效应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与时间特定效应弱相关。另外，有路面里程公路网密度的影响第一次显著为正，即它也与特定的初始条件高度相关。

表1：农村工业的回归结果 ( 448个观察值)

	
	
	
	
	
	
	
	
	

	变量名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常数项
	
	-11.035**

(2.978)
	
	-11.695**

(2.988)
	
	-1.865**

(0.495)
	
	-0.493

(0.664)

	城市化比率(%)
	
	-3.393

(2.860)
	
	-2.356

(2.895)
	
	-3.025**

(0.696)


	
	0.404

(0.916)

	人口密度(人/km2)
	
	0.010**

(0.002)
	
	9.922E-03**

(1.966E-03)
	
	5.330E-04*

(2.850E-04)
	
	4.020E-04

(4.000E-04)

	公路网密度(km/km2)
	
	1.073

(2.718)
	
	0.867

(2.776)
	
	0.143

(0.734)
	
	-1.267

(0.898)

	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网密度(km/km2)
	
	-0.173

(0.948)
	
	0.310

(0.963)
	
	0.710

(0.563)
	
	1.853**

(0.791)

	铁路网密度(km/km2)
	
	-3.815

(2.593)
	
	-4.109

(2.652)
	
	4.369**

(0.741)
	
	1.797*

(0.974)

	滞后（人均）出口(元/人)
	
	-5.400E-05

(3.110E-04)
	
	-8.000E-05

(3.180E-04)
	
	5.770E-04**

(2.430E-04)


	
	2.100E-05

(2.320E-04)

	滞后（人均）FI (元/人)
	
	7.469E-03**

(1.234E-03)
	
	7.446E-03**

(1.262E-03)
	
	9.327E-03**

(1.151E-03)
	
	9.876E-03**

(1.093E-03)

	人力资本（％）
	
	3.626

(4.221)
	
	1.743

(4.296)
	
	5.367*

(2.816)
	
	0.218

(3.634)

	人均厂商数量 (Nit)
	
	0.010**

(0.002)
	
	2.577E-03**

(8.220E-04)
	
	0.011**

(0.002)
	
	8.538E-03**

(1.966E-03)

	人均国有工业产出(1,000 元/人)
	
	0.623**

(0.141)
	
	0.655**

(0.144)
	
	0.455**

(0.108)
	
	0.842**

(0.133)

	国有工业资本密集度(1,000 元/职工)
	
	0.010

(0.008)
	
	1.270E-02

(8.260E-03)
	
	0.029**

(0.007)
	
	9.860E-03

(7.687E-0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幅度（％）
	
	-0.494

(0.351)
	
	-0.237

(0.351)
	
	-0.031

(0.218)
	
	-0.358

(0.363)

	公有厂商的产出比重（％）
	
	-0.717*

(0.432)
	
	-0.575

(0.441)
	
	0.717**

(0.301)
	
	-0.042

(0.396)

	人均耕地(亩/人)
	
	3.496**

(1.091)
	
	3.793**

(1.098)
	
	-0.090

(0.128)
	
	-0.027

(0.131)

	人均耕地平方值
	
	-0.300**

(0.117)
	
	-0.307**

(0.119)
	
	0.024

(0.017)
	
	5.166E-03

(1.691E-02)

	技术选择指数平方值 (cit2)
	
	-1.466E-02**

(3.710E-03)
	
	-5.659E-03*

(3.195E-03)
	
	-8.685E-03**

(3.513E-03)
	
	-5.430E-03

(3.680E-03)

	技术选择指数(cit)
	
	4.003E-01**

(9.188E-02)
	
	1.694E-01**

(7.731E-02)
	
	2.112E-01**

(7.979E-02)
	
	1.562E-01*

(9.079E-02)

	Nit(技术选择指数平方值
	
	8.500E-05**

(4.300E-05)
	
	
	
	9.700E-05**

(4.500E-05)
	
	9.800E-05**

(4.400E-05)

	Nit(技术选择指数
	
	-2.138E-03**

(6.240E-04)
	
	
	
	-2.136E-03**

(6.050E-04)
	
	-2.106E-03**

(6.170E-04)

	1978年人均乡镇企业产出 (1000 元/人)
	
	
	
	
	
	
	
	10.331**

(2.386)

	1978年人均国有工业企业产出(1000 元/人)
	
	
	
	
	
	
	
	-0.380

(0.647)

	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密集度 (1000 元/职工)
	
	
	
	
	
	
	
	-2.729**

(1.180)

	R2
	
	0.90
	
	0.89
	
	0.84
	
	0.87

	
	
	
	
	
	
	
	
	

	
	
	
	
	
	
	
	
	


1．括号内的数字是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2．* 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六、对于中国国有工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节中，我们同样使用1978年到1997年28个省的纵列数据，并采取与上文基本类似的计量方法对国有工业的发展进行简要的分析。通过与农村工业的对比，我们试图证明比较优势理论对国有工业部门具有同样的解释力。回归中，被解释变量是按各省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按总人口平均的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出(1000元/人)。当然，解释变量的选取与前文有一定区别。

为了得到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选择指数，我们首先计算了各省的实际资本存量(使用了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一指标)，具体方法是：先按照分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将固定资产投资统一折算到1978年不变价的数据。然后，按照折旧率10％累计计算资本存量，所以资本存量均按照1978年不变价计算。将资本存量除以相应省份的劳动力总数，该比值即代表一省的禀赋结构。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主要是用其固定资产原值（按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折算到1978年不变价）除以职工人数得来的。我们把国有工业资本密集度比上滞后一期的禀赋结构值，然后再将该比值滞后一期就得到了国有工业的技术选择指数。至于其它的解释变量，如表示市场规模、交通条件和开放度的变量选取和测算与前文相同。所不同的是，我们引入人均乡镇企业产出和滞后一期的（全省）轻重工业产值比，来反应国有工业受到整体工业结构和非国有工业部门的影响。同理，在反应初始条件的变量中，我们也相应地采用了1978年轻重工业产值比这一指标。

表2中给出了具体的计量结果
。其中，各组计量结果所采取的计量方法与表1完全相同。模型V和模型VI均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方法，后者去掉了国有工业的厂商密度和技术选择指数的交叉值。模型VII是OLS的结果，其目的同于模型III，模型VIII在模型VII的基础上加入了三个初始条件变量。

国有工业的技术选择指数、厂商密度及其交叉项的作用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一致，但是技术选择指数在模型VI中不显著。看来，政府对国有工业的整体资金密度和资金在不同企业间的分布同时施加了的干预。因此，技术选择指数对交叉项比较敏感。

与农村工业一样，市场规模对国有工业同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城市化比重对国有工业的作用要明显强于农村工业。公路网密度的影响在模型V、VI和VII、VIII中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在四组模型中，铁路网密度的影响始终为负（无论考虑了时间和区域特定效应与否），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网密度的影响始终为正，但在模型V、VI中显著性均消失了，这说明交通条件对时间和地区效应较为敏感。

测量开放度的变量对国有工业企业的影响与乡镇企业存在较大区别，国际贸易对国有工业企业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而FDI则对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外资更多的是作为乡镇企业而不是国有工业的资金来源，这与前面的结论相一致。

乡镇企业对国有工业的影响始终显著为正，这说明乡镇企业在产业结构上与国有工业存在正向关联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更遵循比较优势的省份，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会超过其它省份。我们没有考虑乡镇企业的结构外溢效应，而使用了滞后一期的轻重工业产值比重这一指标。模型VII、VIII中，滞后的轻工业产值比对国有工业规模存在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国有工业在产业结构上更偏向于重工业（相对非国有工业而言）。不过控制住时间和地区效应后，这种影响的显著性消失了。

模型VIII中，国有工业对其自身规模的初始条件十分敏感，而初始的工业结构则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初始年份中，国有工业越偏向轻工业，整体发展规模越大，以后的发展绩效也就越好。增加五个区域虚拟变量后，上述两个变量的影响没有明显变化。在两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初始规模对国有工业的发展均影响不大。

表2：国有工业的回归结果 ( 532个观察值)

	变量名


	模型V
	模型VI
	模型VII
	模型VIII

	常数项
	-1.4795**
（0.28504）         
	-1.1480**         
（0.31021）
	-1.4170**          

(0.12705)         
	-1.0183** 
（0.12289）               

	城市化比率(%)
	1.4219*
（0.78135）         
	0.20722
（0.85015）
	2.0352** 

(0.19631)         
	0.65843**         
（0.21028）

	人口密度(人/km2)
	0.12601E-02**
（0.56006E-03）
	0.26915E-02**
0.57890E-03
	0.14321E-02**
(0.66475E-04) 
	0.28367E-03**
（0.13435E-03）

	公路网密度(km/km2)
	2.2884**         
（0.73548）
	2.3005**         
（0.81672）
	-0.44999**         

(0.19681)          
	-0.61723**         
（0.18802）

	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网密度(km/km2)
	0.12209
（0.25885）
	0.42392E-01     
（0.28558）
	0.34760** 

(0.15908)         
	0.93792**
（0.15286）

	铁路网密度(km/km2)
	-0.57653E-01     
（0.70393）
	-0.35376         
（0.78082）
	-0.93749**          

(0.26078)         
	-0.98802**         
（0.25453）

	滞后（人均）出口(元/人)
	0.14401E-03**     
（0.72450E-04）
	0.26961E-03**     
（0.79141E-04）
	0.56568E-03**
(0.54651E-04)         
	0.46947E-03**     
（0.48656E-04）

	滞后（人均）FDI (元/人)
	-0.15169E-02**     
（0.20507E-03）   
	-0.16899E-02**     
（0.22705E-03）
	-0.22754E-02**     

(0.20897E-03)         
	-0.20609E-02**     
（0.18265E-03）

	人均乡镇企业产出 (1000 元/人)
	0.11987**         
（0.14810E-01）    
	0.10901**
（0.16175E-01）
	0.12219**
(0.14853E-01)             
	0.14321**
（0.13529E-01）

	滞后的轻重工业产值比（％）
	-0.17459         
（0.10653）
	-0.77195E-01     
（0.11788）
	-0.26077**         

(0.38989E-01)          
	-0.26978**         
（0.71596E-01）

	人均国有工业厂商数量 (Nit)
	1.1491**         
（0.87304E-01）
	0.57566**
（0.60890E-01）
	1.5152**         

(0.95507E-01)
	1.2118**
（0.87953E-01）

	国有工业技术选择指数 (cit)
	0.25607**
（0.31929E-01）
	0.10829E-01
（0.76372E-02）
	0.27338**         

(0.31126E-01)          
	0.23554**
（0.28287E-01）

	国有工业技术选择指数平方值 (cit2)
	-0.90625E-02**     
（0.17212E-02）
	-0.15654E-03     
（0.11957E-03）   
	-0.11266E-01**
（0.17991E-02）        
	-0.94225E-02**     
（0.15856E-02）

	Nit(国有工业技术选择指数(cit)
	-0.25277**         
（0.28516E-01）
	
	-0.27939**
（0.27405E-01）         
	-0.24713**         
（0.24942E-01）

	Nit(国有工业技术选择指数平方值(cit2)
	0.84485E-02**
（0.15337E-02）
	
	0.10580E-01**
（0.15948E-02）
	0.89639E-02**
（0.14058E-02）

	1978年人均国有工业企业产出(1000 元/人)
	
	
	
	0.83100**
（0.68244E-01）

	1978年的轻重工业产值比（％）
	
	
	
	0.27232**
（0.93363E-01）

	1978年人均乡镇企业产出 (1000 元/人)
	
	
	
	-0.84079E-01     
（0.65293）

	R2
	0.98175
	0.97739
	0.96537
	0.97397


1．括号内的数字是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2．* 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七、结语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有如下几个结论：（1）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偏离理想的资本密集度将损害工业的发展，无论是对于农村工业还是国有工业；（3）公有产权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因此乡镇企业目前正在逐步改革自身的产权结构，以硬化预算约束；（4）虽然公有制比重的提高可能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增强，但国有企业与技术选择指数的实证关系说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决定着经济绩效的高低，而产权并非是最关键的因素。即如果不放弃赶超战略，私有化未见得一定会带来工业增长；（5）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大小；（6）在同一个省的范围内，国有工业部门的规模越大，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就越快。同样，农村工业对国有工业的也存在正的外溢效应，尽管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有企业的地位相对下降。另外，一省工业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国有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7）在对外开放度方面，FDI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中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因素，而对国有工业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表明FDI主要是作为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8）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具有中等水平耕地面积的省份，乡镇企业的发展要优于耕地面积过少或过多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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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的看法也是存在的。 Oi (1992)提出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联合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她认为这是由始于八十年代中期的财政分权改革所引起的，其刺激了地方政府参与本地经济的热情。 Chang 和Wang (1994) 将地方政府所有权视为一种机制设计。 Weitzman 和Xu (1994)强调乡镇企业是一种产权模糊的劳动合作企业，其是建立在经由多阶段博弈所形成的合作文化的基础之上。


� 他们也为 Che 和Qian (1998)的理论提供了某些证据, 即中央政府干预越严重的省份，就越有可能采取公有产权的形式。不过，他们使用国家信贷供给这一指标来表示中央政府干预程度是值得置疑的。正如 Che 和 Qian所提及的那样，该变量是内生的。另外一个表示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指标是人均实际国有工业产出，不过在我们看来该变量并不能反应国家对于农村地区的干预。因为如果一省内部国有工业的发展较为符合本地区比较优势的话，那么国有工业就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信息、技术、人力资本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我们后文的实证分析支持上述看法。


� 当然,就政治领导人来说,发展战略也是内生变量,但就我们所要分析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说,发展战略可以视为外生变量,要素禀赋则就任意时点的决策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更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章奇和刘明兴（2004）。


� 注意，同一个产业中，不同的厂商在技术结构和资金密度上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


� 林毅夫和姚洋（1999a，1999b）对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拓展。


� 更准确的讲，本文的实证分析涵盖了所有的农村非农产业，工业企业仅仅是乡镇企业的一部分。


� 显然，Cit是不可观测的。因此，我们在下文的计量中将kitE 和kitR间的比值称为技术选择指数。


� 这里一个暗含的假定是，理想的技术选择指数是唯一的，其并不随省份的不同而变化。


� 因篇幅所限，本部分的讨论省略了对于乡镇企业发展特征的详尽数据分析，以及这些特征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比较研究。更为全面的研讨可参见林毅夫和姚洋（1999a）。


� 回归中所使用的价值变量，均按照其相应的分省的价格平减指数折算为1978年不变价。数据的详细说明可参见林毅夫和姚洋（1999a）一文的附录。


� 我们关于乡镇企业可得资金的测量存在一些误差，例如，乡镇企业的利润（作为个人手持现金或者银行存款）或者农民手持现金等就没有计算在内。 


� 严格地讲，我们难以准确测量一个经济系统中生产性资本存量的大小（实际上本文在讨论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时，对生产性资本存量的测量方法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也无法准确估算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例如沿海省份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沿海地区的禀赋结构）。这些均会对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所以技术选择指数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并不存在实际的指导作用。


� 另外的一个原因是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的规模在更遵循比较优势的省份中都会超过那些进行赶超的省份，此点在对国有工业的计量分析中得到了证实。


� 当我们去掉技术选择指数项后，计量的结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这就是说国有工业的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就越对乡镇企业有利。但控制住发展战略的影响以后，该效应消失了。即该变量所包含的信息量，在一定程度上被技术选择指数体现出来。


� Jin和Qian (1998)研究的一个缺陷是数据样本（1987-1992）太短，从而不能刻划产权结构的演变，而我们的结论则要强健（robust）得多。


� 当我们去掉技术选择指数项时，初始条件的影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再在模型IV中加入六个地区虚拟变量时，乡镇企业的初始产出就变得不显著了，即乡镇企业的初始产出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征。


� 即将中国的28个省分为六个区域。其中包括：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北方（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沿海（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南方（湖北、湖南、江西、广西）、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 注意，具体回归中为了扩大样本数量，我们只将人均出口和人均FDI滞后了一期。不过这里，滞后一期和滞后三期在计量结果上并没有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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